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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8-8717（2008）08-0037-03 

谐声与上古声母研究概述 

黄  爱  霞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文章概述了目前学界在对待谐声与上古声母关系研究问题上存在的三种意见：肯定态度、否定或怀疑

态度。“形态说”综合前两派观点，文章认为谐声材料是研究上古声母的重要材料，这一点无庸置疑，但谐声系统复

杂，为了有效可靠地运用谐声材料，我们应该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定义谐声关系，并对先秦殷商、西周和春秋战

国各个时期的谐声字加以严格的区别定性，由此得出的上古有复辅音声母的结论是可信的。最后，应该区分“谐声

说”、“右文说”和“形态说”三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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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声字”就是形声字，声符被称作“主谐字”，包

含声符的合体字则称为“被谐字”。例如声符“工”，“被

谐字”有“江、杠、扛、攻、功、空、红、虹、缸、贡、

巩、项、巧、左、式、差等。对汉字谐声字的运用，清

代古音学者主要限于结合《诗经》的押韵材料进行上古

韵部研究，而在上古声母研究方面，则运用得较为零星。

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论证“古无舌上音”、章炳麟

的《国故论衡》论证“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时举了个

别的谐声字为例子，还有张惠言、张成孙父子的《谐声

谱》涉及上古声母问题。全面运用谐声材料研究上古声

母是二十世纪以后。 

近几十年来音韵学者在研究上古声母时把谐声字作

为主要依据，但谐声系统很复杂，音韵学者们把《说文》

谐声系统中的声母互谐情况分为三类： 

（1）普通谐声（或称简单谐声）：基本上是指发音

部位相同的谐声，声母相同或相近。这类谐声是谐声系

统的主流，相近声母的区别，仅限于送气/不送气或清/

浊之别，目前这一类谐声基本上已被音韵学家研究清

楚。[1] 如上述例字中的江、巧、杠、扛、攻、功、空、

缸、贡、巩等字。 

（2）特殊谐声（或称复杂谐声）：是指不同声类（不

同发音部位）间的谐声，其发音部位虽不相同，但却有

相当数量的谐声例。[1] 如上述例字中的红、虹、项。 

（3）例外谐声：是指发音部位不同的谐声中的一些

不合音理的特例,是排除在特殊谐声系列之外的例子，它

只是谐声系统中的一种极个别现象，通过对整个谐声系

统的全面分析统计后可知，它们数量极少，而且不合音

理，音韵学家一般认为 3 例以下的互谐均可视例外谐声，

这一类例外大致均不难判定。[1] 如上述例字中的左、式、

差。 

由于汉字谐声系统的复杂性，目前学界在对待运用

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是否有效可靠问题上和对汉字的

谐声系统与上古声母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分歧意见。归

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一、持肯定态度 

抱有此意见的学者占有大多数，他们把谐声材料放

在上古声母研究的首位，全面肯定各种谐声系列在研究

上古声母系统上的作用, 致力于探究谐声规律，从音理

上解释各种谐声，认为上古有复辅音声母。代表人物有：

高本汉、董同龢、李方桂、陆志韦、梅祖麟、严学宭、

麦耘等等。 

第一位从声母角度有系统大规模地全面分析谐声字

的是高本汉。高氏以《康熙字典》中的谐声字作为研究

材料，在《汉语和汉日语分析字典》（1923 年）一书中

提出了十条谐声原则，音韵学界称之为“高本汉的谐声

说”（或称简单谐声原则）。但由于《康熙字典》中的谐

声材料有不少是后起字，所以“高本汉的谐声说”多受

后人批判。但耿振生在《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2004

年）中认为，高本汉谐声材料中的后起字“对谐声现象的

干扰不是太大。高氏的贡献不因他的疏漏而抹杀。” 

董同龢（1945 年）以《说文》所收全部字加上先秦

古籍中《说文》未收录字为基础，重新归纳谐声原则，

他的《上古音韵表稿》和《汉语音韵学》对“高本汉的

谐声说”提出了修正意见。陆志韦（1947 年）用概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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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方法研究了《广韵》51 声母在《说文》谐声系统里

的相互关系，在《说文广韵中间声类转变的大势》一文

和《古音说略》一书中，也对“高本汉的谐声说”提出

了修正意见。李方桂（1971 年）在“高说”和陆志韦、

董同龢对“高说”的修正基础上，简化高氏的谐声条例，

形成了自己的条例，即“李方桂的谐声说”。 

高本汉和李方桂的谐声原则是就简单谐声关系而言

的。冯蒸认为：“高本汉的谐声原则是用归纳法得出来的，

即是从中古声母角度出发， 归纳了全部谐声字例后得出

的条例，这些原则除了少量须补正外，已经得到了音韵

学界的普遍认同。”“李氏的谐声说已不是如高氏那样纯

用归纳法得出，而是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用演绎法，用类

型学方法对高氏的谐声说加以修正。” 

对于特殊谐声关系,由于除了“古无轻唇、古无舌

上”、“照二归精、照三归端”、“喻三归匣、喻四归定、”

“娘日二纽归泥”、“晓匣归见溪群”等这些有力论点外，

其它的现象得不到合理的上古语音规律的解释，所以基

本上是复声母及其结构的问题。特殊谐声的研究是目前

上古声母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由于研究上古声母的材料缺乏，此派音韵学者把谐

声材料作为最重要的根据，这点无可厚非，但他们以《说

文》和《广韵》的谐声系统作为研究材料并不可靠，因

为其中包含有后起谐声字、方言地域等复杂因素。就像

把柄被抓在别人手里一样，他们的研究结论往往遭受其

他学者的质疑。 

二、持否定或怀疑态度 

抱有此意见的学者只承认简单谐声，认为谐声系统

复杂，特殊谐声规律难以探明, 解决不了声母系统问题，

不承认上古有复声母。此派以王力学派为代表。王力在

《汉语语音史》（1985 年）中阐述道:“关于声母方面，

成绩就差多了。一般的根据是汉字的谐声偏旁，其次是

异文。我们知道，声符和它所谐的字不一定完全同音。

段玉裁说：‘同声必同部’。这是指韵部说的。这只是一

个原则, 还容许有例外。如果我们说：‘凡同声符必同声

母。’那就荒谬了。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声母,各人能有

不同的结论, 而这些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史存直也有

类似的看法（史存直 1981∶117—118）。 

赵诚在《上古谐声和音系》（1996 年）一文中指出：

古代的谐声字，“并非是在同一个音系基础上产生的，如

果从地域而言，它们形成於不同方言。这种现象，在现

代仍然存在。”如果从时代而言，“古代的谐声并非都形

成於同一时代，而是在各个时代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

也就是说，各个时代的音系产生着各种谐声关系。”“这

样一来,某些谐声关系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

了一种既有着历史因素又有平面因素的矛盾，也可以说

是时间因素和地区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其中还包含

着历史音变的痕迹。为什么《说文》所收入的各种谐声

情况如此复杂，原因即此。所以，如果从某一音系去看

待这如此复杂的各种谐声关系，必然会看某些谐声关系

内部之间是不和谐的，或者是不同声，或者是不同韵，

总之是不同音。从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把这些谐声

和一个设定的统一音系对应起来就不太合理。”此外，他

还指出，“上古谐声字的形成和后代谐声字的形成,其方

式并不一样。甲骨文时代基本上是先假借然后形成谐声

字，而且假借字和谐声字共存使用；后代构成谐声字基

本上不通过假借而是用一个声符和一个形符直接合成。” 

另外，其他音韵学者也对把谐声材料作为研究上古

声母的最主要依据表示怀疑。洪波《关于<说文>谐声字

的几个问题》（1999 年）一文对《说文》谐声字的可靠

性提出了怀疑，“可以说《说文》里的谐声字就是整个上

古时期所有谐声字的集大成，其中既有从甲骨文、金文

继承下来的很古老的谐声字，也有两汉时期乃至许慎生

活的时代新创制的谐声字，其时代的跨度达十四个世纪

以上。”还有“上古时期人们对待字与字之间谐声关系有

明显的重韵轻声倾向。” 黄易青的《论“谐声”的鉴别

及声符的历史音变》（2005 年）一文也指出：“谐声情况

复杂：同形词的字符作声符时，其谐声字读音不同；同

一声符在不同时地造的谐声字声音不同；造字时有些谐

声字与声符只是音近，并不完全同音；许慎认定的‘形

声’，有的只是双声或叠韵，有的则只是会意。这四种情

况表明，‘谐声’的真实性及其表音程度，并不如今人所

认为的那样理想、规整。” 

冯蒸在《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

——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

个问题》（1998 年）一文中把上述对汉语上古声母的研

究持不同意见的两个派别称之为考古派与审音派，并指

出区分两派的标准是：“在上古声母研究中是否系统、全

面使用了《说文》的谐声字资料。系统全面使用谐声材

料并研究复杂谐声的复声母结构规律和重视音理推理者

为审音派, 反之为考古派。”审音派和考古派在近几年进

行过针锋相对的学术论争，详见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

汉语历史音韵学》（2001 年）、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

中的几个问题》（2002 年）、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

若干问题之我见》（2003 年）、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

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2003 年）和周守晋《汉

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2005 年）等几篇文章。 

对于简单谐声关系，两派没有什么异议。特殊谐声

关系是两派意见分歧的焦点。郭锡良在《历史音韵学研

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为什么谐声偏旁不足为

上古声母的确证呢？因为谐声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即

使只用《说文》以前的材料也在一千年以上，比《诗经》

押韵字的时地问题复杂得多。一千多年间不同地域的人

群所使用的语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变化，不同地域所造

的字可能出现各种分歧，把它看成一个平面是很危险

的。”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2003

年）中回应说：“王先生不仅懂得,而且是非常重视利用

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韵部。”“不过,说到上古声母研究方

面,情况就不一样。诚如郭文所引,王先生早年曾撰文谈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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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材料可用于上古声母的研究。但在他的研究实践中，

却倾向于不用谐声偏旁来证明上古声母。”还说：“（王力）

连对庄组近于精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要避免使用随手

可得的谐声材料，而宁用系统性不太强的联绵字材料，

就显得过分谨慎。”最后说：“不用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

声母，的确是王先生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个缺失。” 

考古派的顾虑和怀疑观点言之成理，但如果把传世

文献的谐声材料和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竹简、帛

书中的谐声、通假、异读材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那

么由此得出的上古有复辅音结论是可信的。申红义的《近

年出土楚简和典籍中的通假异文与上古声母研究》（2005

年）一文，通过对楚简中通假字材料的整理和分析,得出

的结论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上面的材料，可以发现楚

简中的通假现象和谐声字等传统材料所反映出的现象基

本上一致，绝大部分可以相互印证。这说明谐声字、通

假异文等传统材料作为研究上古音的材料还是很可靠

的。” 

三、“形态说” 

潘悟云主张谐声现象是上古汉语形态的反映。潘氏

在其书《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 年）的第八章〈谐声

原则〉中指出，“谐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不全是语音现象，

而与词汇有关”，汉语跟藏语关系密切，上古汉语的语音

交替相当于英语的形态变化，“谐声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

现象而不是语音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谐声分析，得出

上古汉语语音形态相关的主要规则”。 潘悟云的“形态

说”受到了音韵学界的广泛批判。郭锡良《历史音韵学

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02 年）批评潘悟云“列举了他

得出的十一条主要语音形态相关规则，可是却没有说明

到底是什么形态现象”，“非常让人失望的是作者竟然打

起了‘我们对汉语的这种语音交替的实质所知甚少’的

障眼幌子，实现了金蝉脱壳”。耿振生的《20 世纪汉语

音韵学方法论》（2004 年）也批评潘氏“本节仅仅局限

于列举 11 种‘形态相关’，也就是谐声系列内的 11 种语

音关系，而各种语音关系的形态意义却含糊其辞，搪塞

敷衍。” 

胡晓新，金理新《谐声本质探微》（2001 年）一文

认为，“谐声‘同音’并非语词本身的同音而是语词词根

同音”，“谐声实质上是谐声字所记录的语词其词根相同”, 

“但就这个词的整个读音而言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这

个词的前缀与后缀不一样。正因为它们的前缀与后缀不

一样, 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前缀与后缀脱落的影响

而变得不同音”，“由于彼此之间不同词缀的存在, 所以

同声符的谐声字中古不同音”。这种观点和潘悟云的“形

态说”类似，都是受了法国学者沙加尔先生所提出的“上

古汉语与南岛语同源”说法的影响，认为汉藏语同源。 

综上所述，在造字早期，谐声字就是同音字，所以

谐声材料是研究上古声母的重要材料，这一点无庸置疑，

关键是如何有效地使用谐声材料。今后的谐声研究，首

先，应当充分利用上古出土文献，并对先秦殷商、西周

和春秋战国各个时期的谐声材料，如甲骨文、金文和战

国文字的谐声字加以严格的区别定性。其次，应当鉴定

谐声材料是否可靠，即某类谐声字是不是真正的谐声字，

它们各是从何声旁得声的，应该从形、音、义三个方面

定义谐声关系。由此得出的上古有复辅音声母的结论是

可靠的。最后，应该区分“谐声说”、“右文说”和“形

态说”三种概念。三者虽然都是关乎形声字，但说法角

度不同。“谐声说”反映某类形声字的语音相同或相近，

“右文说”反映某类形声字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形态说”

反映某类形声字的语法关系表现为形态。耿振生的《20

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2004 年）的第三章第三节对

“右文说”和“形态说”作了评析，提出：“右文说”和

“形态说”不合乎谐声关系的本质属性，“‘谐声关系’

还是应该从语音关系上界定，不能从意义关系或语法关

系界定”，因此谐声原则要把“右文说”和“形态说”排

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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